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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陈宝良

  主持人语:如若以法律社会史为观察的视角,明清社会究竟是“乡土社会”,还是“好讼”社会? 这

无疑是一个值得重新加以深思的问题。一方面,明清两代的基层社会确乎维系着不少“乡土社会”的

特性,举凡对“无讼”理想的追求,以及里老对民间争端的调解仍然发挥大小不一的作用;另一方面,面
对城市化、商业化的大势,民间争讼日趋频繁,以致从官方文献到地方私家文献,“嚣讼”“好讼”“健讼”
等等,已经成为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显然呈现出一种“好讼”的面相。本期所收两篇论文,无疑为回

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案例。魏天辉、毛佩琦所撰之文,以明代特殊的“诏狱”为考察对象,广泛采

择明代官方司法文献,对明代中央的司法审判程序的构成及其运行进行了全新的探讨,藉此说明因为

皇权、权臣的干预,导致明代司法审判的不公;柳岳武、蒲欢所撰之文,以清代巴县地方档案为主要资

料,通过对堰塘争水讼案的具体考察,藉此说明清代巴县地方社会“健讼”风气之盛。诸如此类的研

究,大抵已经证实以下两点:一是被明清官方广泛贬称为“嚣讼”“健讼”的好讼之举,实则为民间庶民

法律自觉的一种真实反映;二是在“好讼”社会渐趋形成的过程中,因为皇权、绅权的存在,使得司法审

判程序中仍然存在着诸多超越法律的特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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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皇权推动下,明英宗正统时期确立诏狱审判程序,其法律性质上属于司法惯例,而非规范

化的法律审判程序,这给后世皇帝突破程序留下空间。在诏狱审判程序设计上,具有皇权主导、参与部门

权力相互制衡和非法司部门参与的特点,但其运行过程中,因程序设计上的先天不足、参与部门非法定授

权、违反权力制衡规律等因素,带来司法审判不公,被权臣所操纵等弊端,其历史命运也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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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狱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监狱,专门关押钦犯的监狱。二是指诉讼案件,皇帝亲自下诏

审理钦命案件[1]。就明代诏狱而言,“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2]卷95,刑法志三。作为监狱的诏狱

就是锦衣卫狱,又可以称之为镇抚司狱或者北镇抚司狱,这是诏狱一词在明代的不同表述。顺着

这一思路考察,结合明代史籍的记载,明确诏狱范围,不是皇帝下诏审理所有案件都可以称为诏

狱,而是由锦衣卫审讯案件才可以称为诏狱。目前学术界对明代诏狱研究多集中于诏狱与政治

关系[3]、具体诏狱个案探究[4]、作为监狱诏狱的管理[5]等,目前没有发现对明代诏狱审判程序的

研究,本文就这一问题展开研究。

一、明代诏狱审判程序的确立过程

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处理胡惟庸案后,为加强皇权,为避免再度出现相权架空皇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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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一系列改革。其一,改革旧的中央机构。“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

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2]卷2,太祖本纪二 锦衣卫就是这次改革的成果之一。洪武十五年改仪

鸾司为锦衣卫,为皇帝亲军卫所。其二,平衡各个中央机构的权力。在明太祖朱元璋分权制衡思

想的指导下,一些非法司部门开始参与司法审判的过程中。洪武十四年十月,“命法司论囚,拟律

以闻,从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会议平允,然后覆奏论决”[6]卷139,洪武十四年十月癸丑。法司

司法权受到监督。法司拟罪以后,须经翰林官会议,认为平允后,上奏皇帝。作为词臣翰林官员

也掌握生杀大权。“是生杀大事,主于词臣矣。”[7]卷10,翰林权重 作为皇帝侍卫亲军,明太祖朱元璋也开

始 尝 试 让 锦 衣 卫 涉 足 三 法 司 负 责 案 件 审 讯,“凡 负 重 罪 来 者,或 令 锦 衣 卫 审

之”[6]卷180,洪武二十年春正月癸丑,但严格控制锦衣卫仅仅审讯一部分重刑犯,“或”字更表明锦衣卫审讯权

力带有临时性意味,并且给锦衣卫涉足上述案件不合理行为一个合理解释,“欲先付其情

耳”[6]卷180,洪武二十年春正月癸丑。表明锦衣卫参与审讯,仅仅预审,同时强调“鞫者,法司事也”,审判定罪

仍然主要是法司职能,目的是“职在得情而未尝定罪,寓有谨微之意”[8]卷中,论锦衣卫擅杀疏,看似给一个

合理释解:并不是剥夺法司权力,而是为了案件审判更为公正,凸显专制体制之下一个无法破解

的难题,如何保证司法官员审判的公正,连圣明的开国之君也忧虑。对锦衣卫的意义而言,开始

分享法司部门的审讯权。明太祖改革虽然暂时加强皇权,但是,造成中央机构之间权责不明,不
利于各司其职。朱元璋本人很快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丙戌诏:“吏、礼、兵、户、

工五部凡有逮系罪人,不许自理,俱付刑部鞫问。”[6]卷150,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丙戌 随后,锦衣卫也因为在审讯

犯人过程中用刑残酷,洪武二十年春正月,“焚锦衣卫刑具”[2]卷180,洪武二十年春正月癸丑。在被焚毁刑具

的当 年 五 月,广 西 都 指 挥 使 耿 良 在 任 多 不 法。 “上 命 锦 衣 卫 廉 问 得 实,故 贬

之。”[6]卷182,洪武二十年五月甲申 在这个案件中,锦衣卫仅仅行使侦查权力,更证明了明太祖削弱锦衣卫审

讯权力的决心。洪武二十六年六月丁酉,重新申明锦衣卫的鞫刑之禁,“凡所逮者,俱属法司理

之”[6]卷228,洪武二十六年六月丁酉。锦衣卫审理本卫之外案件的权力彻底被剥夺。锦衣卫这一短暂参与案

件审理经历,被后人评价为“国初时,偶一行之于大逆大奸事,出一时权宜”[9]卷5,条列风纪疏。

锦衣卫鞫刑之禁的祖制并没有被后继者所遵守。明成祖依靠靖难之役登上皇帝宝座,对于

兵变获取的帝位,更迫切需要加强。即位之初,即恢复锦衣卫审理本卫之外案件的权利,主要打

击反对自己的建文朝旧臣。例如建文朝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自杀后,他的女儿也不放过。“叔英二

女皆笄,就锦衣卫狱,俱赴井死。”[10]卷14,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辰 明成祖违反祖制这一做法,并不仅仅是权

宜之计。很快,锦衣卫审理诏狱范围有了进一步扩大,甚至涉及国本之争。“左春坊大学士杨士

奇辅导有阙,下锦衣卫狱。”[10]卷251,永乐二十年九月癸亥 同时,进一步加强锦衣卫涉及司法的深度,使其参

与重大案件的会审。永乐十三年(1415)七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林硕劾奏山东布政司参议魏瑛

“渎乱人伦,有鸟兽行,宜加显戮”,“上命三法司、锦衣卫鞫之”[10]卷166,永乐十三年秋七月癸亥。

明成祖时期,锦衣卫受理的主要是官员渎职犯罪案件,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黄信因泄露案情,
“上命锦衣卫鞫之,有实状,特命诛之”[10]卷19,永乐元年夏四月辛酉。因为受理案件数量少,诏狱犯人数量

很少,甚至成祖巡狩西京也被带上。“上方巡狩西京,凡下诏狱者率舆载以从,谓之随驾重囚,昌
隆与焉。”[11]卷425,尹昌隆 尽管明成祖对法司官员能否公正审理案件仍然心存怀疑,因此,在选择时,有
时仍将案件审讯权交给法司部门。永乐四年夏四月己丑,锦衣卫校尉有讦朝臣谤毁时政之失者。

上曰:“此必诬之。盖朝廷未尝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锦衣卫诘之,果挟私忿诬之。”上曰:“人
君于视听之际,岂可不审,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则死诽谤必矣。小人敢诬君子,此风不可长。命以

校尉付法司论如律。”[10]卷53,永乐四年夏四月己丑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的锦衣卫诘之,是追问、责问的意

思,并不是行使审讯权力。此期,锦衣卫受理案件范围被严格控制,案件数量少,因此,诏狱受理

的审判程序非常简单。一般为皇帝下令立案,锦衣卫鞫问,鞫问后结果上报皇帝,皇帝直接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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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制度严密,尤慎于刑狱。二祖多由锦衣卫发落,此所谓天断也,不必言。自后必经法司招拟

以上。”[12]卷25,禁狱 但这种审判模式,为后代皇帝绕过三法司直接干预诏狱审判确立了不良“祖制”。

宣宗时,法司部门开始主动要求参与到锦衣卫审讯的诏狱中。宣德三年(1428)闰四月庚戌,

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奏:“王通、陈智、马瑛、方政、弋谦等上违朝命,擅与贼和,弃城来归,山
寿庇护叛贼,马骐激变一方,皆已伏罪,冥置重典。命悉下锦衣卫狱。”法司主动向皇帝提出建议,
“通等于律皆应籍没其家”,得到皇帝批准,“从之”[13]卷42,宣德三年闰四月庚戌。甚至在一些案件中,皇帝

下令由法司来议罪。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内官袁琦等“往广东等处公干,而以采办为名虐取军

民财物。事觉,下锦衣卫狱”。法司议罪“应死”[13]卷85,宣德六年(1432)十二月乙未。需要强调的是,在明宣宗

时期,法司仅仅在一些个别案件中,获得议罪的权利。

明英宗正统年间,随着锦衣卫受理案件范围扩大,为防止出现锦衣卫滥用权力,造成冤假错

案的情况,初步形成皇帝下令立案—锦衣卫审理—法司拟罪—皇帝定罪的诏狱审判程序。正统

三年(1438)八月保定伯梁珤奉旨烙马应天诸郡县,在办差过程中“纳贿,滥收瘠小者且连取二妾

以归”,“御史侯爵案其罪,六道十三道劾之”,“遂逮珤至京”,“下锦衣卫”,最后“法司论以赎绞还

爵”[14]卷45,正统三年八月庚寅。

但是诏狱审判程序初步确立后,并没有给予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之后制定的正德《明会

典》和万历《明会典》两部法典也并没有给予确认,仍是以司法惯例形式存在,预示其先天存在不足。

二、明代诏狱审判程序构成及其特点

明英宗正统时期确立的诏狱审判程序为明朝后代皇帝所继承,一直持续到明亡。一个完整

的诏狱审判程序,由以下部分构成,同时也表现出与三法司主持中央司法审判程序不一样的特

点:诏狱审判程序每一个环节都是由皇帝所推动,锦衣卫等非法司部门介入诏狱的启动和审讯环

节等。需要说明的是,明代诏狱审判程序确立以后,一直是以司法审判惯例形式存在,缺乏法律

和制度规范,其先天存在程序机制约束不足的问题。实践中,并不是每一个案件都履行完诏狱的

整个审判程序流程,往往需要皇帝的信任和正直官员的谏言、监督等。
(一)明代诏狱审判程序构成

诏狱审判程序启动并不是由参与诏狱审判官员直接受理案件,也不是依照审判权限由地方

移交上来的案件自动启动,而是在以下情形下,由皇帝启动诏狱审判程序。

1.程序启动

(1)弹劾 一定品级官员渎职犯罪立案受理,需要皇帝的批准。弹劾是征求皇帝批准和立案

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因而,弹劾也是启动诏狱审判程序主要方式之一。永乐十三年七月巡按山

东监察御史林硕劾奏山东布政司参议魏瑛“渎乱人伦,有鸟兽行,宜加显戮。上命三法司、锦衣卫

鞫之”[10]卷166,永乐十三年七月癸亥。天顺二年(1458)五月丙午,六科十三道劾奏五城兵马指挥司指挥李惟

新等二十一员不带夜巡铜牌。“事觉,许令回话,奏对不实,俱宜问罪。”奏对没有令皇帝满意,“上
命锦衣卫镇抚司鞫之”[14]卷291,天顺二年五月丙午。

(2)上奏章 官员向皇帝上奏章建言献策是君臣上下沟通信息和处理政务的一种方式,但奏

章内容存在失真、敏感和言辞过于激烈等情形,成为启动诏狱审判程序的一个因素。天顺三年冬

十月戊辰,户部尚书沈固、左侍郎杨鼎、郎中孟瑛、员外郎陈旺、主事宋澄奏定明年公、侯、驸马、

伯、仪宾等禄米。“疏内恭顺侯误书为公顺侯”,因而“上命沈固、杨鼎停俸三月,瑛等锦衣卫镇抚

司执问如律”[14]卷308,天顺三年冬十月戊辰。嘉靖大礼议期间更多官员因上书言事触怒皇帝,而下诏狱。
“明嘉靖间御史杨公爵、给事周公怡、工部员外刘公魁皆以言事下锦衣卫。”[15]卷4

(3)东厂、锦衣卫侦察 东厂和锦衣卫是皇帝的耳目,具有侦缉职能,所侦察的情况,上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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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引发诏狱审判程序启动。“凡厂卫所廉谋反、弑逆及强盗等重辟,始下锦衣之镇抚司拷

问。”[7]卷21,镇抚司刑具 成化十九年(1483)五月“东厂官校发尹龙纳贿,下锦衣卫狱”[16]卷17,典谟记。

2.立案

诏狱立案决定权归属皇帝,什么样案件才属于诏狱范围而被立案,在《明会典》上并没有明确

的规定,通常由皇帝个人意愿决定。在明代正统之前,诏狱范围较小,常为士大夫称颂“锦衣禁

狱,非有寇贼奸宄不可入”[17]卷2,汤中丞传。后来诏狱范围逐渐扩大,天启时期甚至有“今罪囚半归诏

狱”[18]卷6,筑城 的说法。根据明代史籍记载,通常有以下几类案件。
(1)强盗案 “凡厂卫所廉谋反、弑逆及强盗等重辟,始下锦衣之镇抚司拷问。”[7]卷21,镇抚司刑具

万历四十三年(1589)十一月壬辰,东厂节次擒获强贼高进朝等十三名。“上命各犯著锦衣卫拏送

镇抚司打问。”[19]卷539,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壬辰

(2)谋反案 谋反案指的是阴谋推翻朝廷,威胁皇权的案件。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煦叛

乱。平定叛乱后,宣宗下令,“城中罪止坐同谋者,胁从者勿治,遂执其同谋王斌、王彧、韦达、朱
恒、钱巽等数十人,悉下锦衣卫狱”[13]卷20,宣德元年八月壬午。明英宗御马监军迭里米失叛逃蒙古,被抓

回来,“及执迭里米失付锦衣卫鞫”[14]卷53,正统四年三月戊午。
(3)官员渎职犯罪案 通常官员的渎职犯罪由法司来审,犯罪情节严重的渎职案件下诏狱。

为了避嫌,三法司官员涉嫌犯罪会被下诏狱,锦衣卫审理。天顺二年秋七月戊子,六科十三道被

旨劾奏。“镇守独石等处右参将都督佥事周贤闻虏近塞,不侍上报,而辄统兵出境。及至虏过,逗
遛不进,抽军遽还,乞正其罪。上命锦衣卫镇抚司鞫之。”[14]卷293,天顺二年秋七月戊子 嘉靖四年(1525)七月

乙丑,中军都督府带俸泰和伯陈万言:“奏元城县知县张好古擅拘国戚,非刑致死人命。”得到皇帝

批复,“诏锦衣卫逮治之”[20]卷53,嘉靖四年七月乙丑。
(4)谏言案 因直言进谏而得罪君主入狱是古代君主政治的一个特点。其目的是“宜下之诏

狱,明正典刑,以为臣子悖逆之戒”[21]卷14,劾朱宁疏。在明代,因建言而下诏狱的案件屡见不鲜。天顺

三年冬十月河南郾城县儒学训导卢钦因在建言中,弹劾吏部尚书王直及陈循等,“上命锦衣卫执

钦鞫之”[14]卷308,天顺三年冬十月壬戌。甚至打破诏狱主要受理官员涉嫌犯罪的惯例,将直言进谏杂役下锦

衣卫审讯。嘉靖六年十一月庚寅,光禄寺厨役王福请迎献皇帝梓宫葬祖陵旁。上曰:“此事朝廷

自有处,福敢妄言,下锦衣卫拷讯。”[20]卷82,嘉靖六年十一月庚寅

(5)仪礼案 古代社会,以礼法治天下,官员在庆典活动或者觐见皇帝过程中一些失礼行为,

需要被惩戒,但进入正式司法程序,追究司法责任,显得过重,而纳入诏狱审理中,往往由皇帝酌

情处罚,是一个折中的选择。正统二年八月,监察御史郑嘉自山东清军还,“陛见奏对失仪被劾,

下锦衣卫狱”[14]卷33,正统二年八月乙亥。武宗时福建道监察御史秦锐侍班庆典,“纠失仪者而步趋迟慢”,
“上命执付镇抚司鞫问”[22]卷18,正德元年十月癸酉。

(6)其他案件 有一些官员被弹劾案件,经查实为诬告,原告被下诏狱。神武中卫小旗高益,
“诬本卫指挥韩英等谋为不轨,下锦衣卫”[14]卷75,正统六年春正月乙卯。明代宦官选取有着严格标准。禁

止民间自宫求进,但是民间常常违反禁令。成化时将“直隶魏县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宫以求进,命
执送锦衣卫狱罪之”[23]卷135,成化元年七月丁巳。

3.案情核实

下诏狱,需要核实弹劾或者侦查的情况是否属实,以免造成冤假错案。派往核实案情的,首
选锦衣卫官。天顺五年十一月辛丑,河南都司都指挥使夏忠、按察司副使张谏下锦衣卫狱。起因

是互相弹劾,张谏弹劾夏忠“卖放筑城士卒,致水为患”,夏忠弹劾张谏“侵欺赈济粟麦”。为弄清

真相,“上命锦衣卫官往案之,互有虚实,遂俱下狱”[14]卷334,天顺五年十一月辛丑。

碰到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互相弹劾案件的时候,往往需要士大夫信任的官员,监察系统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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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的选择对象。天顺三年二月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夏埙和福建按察司宋洵互相弹劾,“有疾宜

黜”和“贪淫不法”,下令“俱下锦衣卫狱”,需要弄清真相,“命给事中张海等往核之”,结果是“洵诬

埙,上乃命释埙,而令洵致仕”[14]卷292,天顺二年六月甲申。

地方官员下诏狱,往往会就地命熟悉地方事务的巡按御史来核实涉及的犯罪事实。嘉靖四

年二月庚子,山东濮州知州金辂侵官钱物千余弃官归京师,巡按御史劾奏之,嘉靖命锦衣卫百户

冯相逮辂,金辂竟行贿冯相而逃脱,败露后,“收辂及相送锦衣狱。其赃下巡按御史覆验,皆
实”[20]卷48,嘉靖四年二月庚子。

4.审 讯

锦衣卫具体负责诏狱审讯的是其下设的镇抚司。作为理刑衙门,但是其并不直接接受诉讼

案件。“锦衣卫虽见任官无受词例”[20]卷169,嘉靖十三年十一月辛巳,而是负责审理皇帝指定案件,所有审理

的案件都经过奏请。皇帝对锦衣卫镇抚司审讯这一环节也十分重视。弘治十三年(1500)孝宗特

别强调:“凡东厂、及本卫各处送到囚犯。令本司从公审察究问,务得真情。若有冤枉,即与辩理,

不许拘定成案,滥及无辜。”[24]卷228,镇抚司 另外,锦衣卫镇抚司理刑也受到东厂监视,督察。“北镇抚

司拷讯 重 犯,本 厂 皆 有 人 听 记。其 口 词 一 本,拶 打 数 一 本。于 本 日 晩 或 次 早 奏 进 每 日 访

看。”[25]卷16,内府衙门识掌 在明熹宗天启年间的汪文言案中,汪文言的口供对于牵连东林党杨涟等人下

狱极为重要。阉党希望能从汪文言寻找突破口。对汪文言的审讯极为重视。“每谳鞫,忠贤必遣

人坐其后,谓之听记,其人偶不至,即袖手不敢问。”[2]卷306,阉党

司法审讯中,根据案情大小来确定刑讯的尺度,明代有着明确的规定。《明史》中有这样的记

载,“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窃盗重犯,始用拷刑,余止鞭朴常刑”[2]卷94,刑法志二。而诏狱审讯中刑

讯尺度,在实践中,也摸索出自己的规律。“凡厂卫所廉谋反、弑逆及强盗等重辟,始下锦衣之镇

抚司拷 问。寻 常 止 云‘打 着 问’,重 者 加‘好 生’二 字,其 最 重 大 者,则 云‘好 生 著 实 打 著

问’。”[7]卷21,镇抚司刑具 经过皇帝批准,一些人可以免予刑讯。“郭勋下狱后,帝念其曾赞大礼,论镇抚

司勿加刑讯。”[26]卷109,世宗皇帝 由于锦衣卫镇抚司刑讯极其惨毒,陷于其中的人把转入刑部监狱视为

求生之路,“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27]卷1,陈时政急着疏

锦衣卫鞫刑过程被严格保密,外人很难知晓,甚至锦衣卫镇抚司之外的其他锦衣卫官员也难

以知情。锦衣卫镇抚司审讯过后,审讯结果并不再直接上报锦衣卫堂上官,而是奏送皇帝。“洪
武旧例:镇抚司问刑径自奏请不经本卫,或本卫有事送问者,成祖文皇帝有旨令问毕,仍自具奏,

不必呈堂。”[19]卷38,万历三年五月乙巳

5.拟罪

锦衣卫镇抚司审讯过后,奏请皇帝,经皇帝下令,由三法司联合拟罪。“镇抚奏送法司议

罪。”[21]卷20,陈愚悃疏 或者刑部或都察院单独拟罪,都是由皇帝来决定。正统十年三月永康侯徐安杖

死安定门门卒。“事觉,下锦衣卫鞫验,刑部论当赎徒还爵。”[14]卷127,正统十年三月戊子 天顺三年三月武选

主事黄得温因乡人互讦奏词牵连下锦衣卫,“都察院论赎徒还职”[14]卷301,天顺三年三月癸未。

法司拟罪的主要依据是爰书,上面记录诏狱审讯过程和犯人供词。“诏狱必据爰书,不得逢

迎上意。”[2]卷72,职官一 这给法司独立公正拟罪理论上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6.定罪

诏狱由法 司 拟 罪 后,必 须 报 经 皇 帝 批 准,由 皇 帝 定 夺。“皇 上 犹 天,春 生 秋 杀 无 所 不

可。”[20]卷133,嘉靖十年十二月壬寅 皇帝有权改变法司拟罪的结果。成化九年九月甲辰,刑部郎中尚冕、监察

御史胡琮、刑部主事樊经因审讯中打死犯人而上报为犯人中风而死。事情被发现后,“下锦衣卫

狱,都察院拟罪,冕坐斩,琮、经皆坐杖”,都察院拟罪结果奏报给皇帝,皇帝最后定罪结果变为,
“有旨,冕减死充边军。琮、经不以人命为重,相视不实,皆调外任”[23]卷102,成化九年九月甲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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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诏狱审判程序的特点

1.皇权主导诏狱审判

诏狱审判程序流转都是皇权在推动,因而诏狱审判程序每一个环节,皇帝都拥有决定权。
“送锦衣卫镇抚司问,镇抚奏送法司议罪。中间情重始有来说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调之

旨。”[21]卷20,陈愚悃疏 皇帝还决定案件审判程序由三法司主导司法审判程序转向诏狱审判程序。天顺

二年五月,器皿厂着火,“逮工部都水司主事杨懋等下刑部狱。刑部论懋当杖还职,上复命锦衣卫

拷讯之”[14]卷291,天顺二年五月戊子。为控制诏狱审判,皇帝插手诏狱审判环节的官员人选,不惜破坏正常

选拔制度。成化二十二年“命锦衣卫副千户叶广、韩璟同指挥杨纲于镇抚司理刑。广用兵部会

荐,璟出内批也”[23]卷291,成化二十二年秋七月丁巳。其中“璟出内批”指的就是皇帝破坏锦衣卫镇抚司官员

由兵部举荐的选拔制度,直接下旨意任命。

2.参与部门权力相互制约

明代制度设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衙门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形成制衡局面,以便于皇帝集权。

正如《明书》所言:“文武夹维,内外交应,协恭互发则指臂相随,辄断独行则龃龉不遂。防微曲算,

亦可谓精详矣。”[28]卷65,职官志一

诏狱审判程序设计更是如此。参与诏狱审判程序部门分别为锦衣卫、东厂、六科、锦衣卫镇

抚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涉及启动、立案、案情核实、审讯、拟罪等多个环节,并且参与部门

之间的权力是相互制约的。例如,三法司与锦衣卫镇抚司之间权力互相制约制度设计。“镇抚司

之设,原为鞫审钦发人犯,一经打问便送法司拟罪。”[19]卷559,万历四十五年七月庚寅 为强化法司责任,还具体

规定失职所负的法律责任。“法司凡遇一应称冤调问,及东厂锦衣卫奏送人犯,如有冤枉,及情罪

有可 矜 疑 者,即 与 辩 理,具 奏 发 落、毋 拘 成 案。若 明 知 冤 枉、不 与 辩 理 者、以 故 入 人 罪

论。”[24]卷171,辨明冤枉 三法司拟罪对锦衣卫审讯是一种制约,纠正用刑造成冤狱。明熹宗天启年间左

光斗下诏狱被严刑逼供,失望之余,担心遭到谋害,左公语所亲曰:“彼杀我有两法。乘我之不服

而亟鞫以毙之,一法也;阴戕之狱中,徐以病故闻,一法也。”[29]卷8,答故人书 所以设想一条脱离诏狱方

法,先承认镇抚司诱供,这样“若初鞫辄服,便送法司。既到法司,更无死理,脱诏狱而后图

之”[29]卷8,答故人书。利用送到法司拟罪的机会脱离诏狱。同监五君子一一采纳左光斗的建议,“果尔则

诸公诬服”[29]卷8,答故人书。本来这也是不错的方法,但没有想到的是,镇抚司在六君子承认赃罪以后,

继续追赃,并没有把案件移交法司拟罪,左光斗计划落空,“则外魏亦言其坏法矣”[29]卷8,答故人书。尽管

失败,但也说明法司拟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镇抚司的审案监督和制约。单方向三法司对锦衣卫制

衡会造成三法司权力过大,法司权力同样也需要制衡,增加锦衣卫在诏狱审讯中的权限是一种策

略。成化元年,锦衣卫在诏狱审讯中又增加一项职能,“始令覆奏用参语,法司益掣肘”[2]卷95,刑法志三。

3.非法司部门参与诏狱审判

皇帝为控制诏狱审判,任用锦衣卫非法司部门参与诏狱审判程序。锦衣卫与皇帝关系特殊,

使得其 参 与 案 件 能 否 保 证 审 判 公 正 性 饱 受 质 疑。“厂 卫 乃 天 子 私 人,不 可 偏 听,致 轻 法

司。”[30]卷72,太仆寺卿曾正直墓志 嘉靖吏科都给事中李学更明确指出:“夺法司所问而委之锦衣卫镇抚司,

使得以高下其手,则赏罚俱失宜矣。”[20]卷29,嘉靖二年七月庚辰

而锦衣卫自身素质,更加重质疑的声音。“掌卫刑者多膏粱子弟,未必读书知礼义者也。每

听寺人之役使,势不容于不私矣。即皇上欲问贪赃、坏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之法司

也。”[31]子刘子行状卷上 连嘉靖时因大礼议之争深受皇帝信任的的霍韬也认为锦衣卫亲军的身份,并不

适合兼理诏狱,“天下军卫一体也。锦衣等卫独称亲军,备禁近也。锦衣复兼刑狱,不亦甚乎,天
下刑 狱 付 三 法 司 足 矣。 锦 衣 卫 复 横 挠 之,越 介 胄 之 职、侵 刀 笔 之 权,不 亦 甚

乎!”[32]卷136,嘉靖七年正月罢官校提人之例 在明知无法改变锦衣卫参与诏狱的现状,又进一步提出一个合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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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建议,改变诏狱通常由锦衣卫镇抚司官员单独审讯的模式,由刑部官员和锦衣卫镇抚司官员

联合 审 讯。“其 镇 抚 司 理 刑,不 必 专 用 锦 衣 卫 官,乞 推 选 刑 部 主 事 一 人,共 莅 其

事。”[33]卷16,弘治九年十二月丁酉 但这会削弱皇帝对诏狱审讯的控制,自然得不到皇帝的采纳。

三、明代诏狱审判程序运行的异化及其原因

明代自明英宗正统时期确立诏狱审判程序,但其在运行过程中却发生异化,与其设立宗旨、

性质和价值发生背离。作为司法审判程序,其设立的目的是保证审判公正,但其运行过程中,审
判公正屡遭破坏,给人以诏狱多冤的印象。作为一个本意以维护皇权为中心的司法审判程序,在
其运行过程中,却背离设计的初衷,权力失衡,受宦官和权臣操纵。作为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司

法审判程序,诏狱审判程序价值本应达到君主与臣下共治司法秩序,但却沦为皇权独裁的工具。
(一)司法审判公正屡屡遭到破坏,诏狱多冤

诏狱审判程序作为一个司法审判程序,其运行良好的标准是保证司法审判程序公正和司法

审判结果公正。需要两个因素。

一是司法部门和司法官员在诏狱审判程序中地位和权力需要相对独立,其权力的行使不受

干预。三法司在诏狱审判程序制度设计中,是对锦衣卫和东厂权力制约,但锦衣卫和东厂所有侦

缉权力,使得三法司在行使监督时不得不考虑日后锦衣卫借题发挥。“东厂、锦衣卫,诏狱所寄,

兼有访察之威,人多畏惮。自来访拏人犯送过法司,往往止依原案拟罪,或明知有冤不敢辨理,斯
实累朝因袭之患,非一日之故矣。”[34]卷5,乞霁天威以明大狱疏 刑部典吏徐圭更是坦言:“臣在刑部三年,见
鞫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所获,其间有校尉挟仇诬陷,有校尉为人报仇者,有校尉受首恶之赃反

以为从,却令旁人抵罪者,惟用刑罚逼之诬服,刑官即洞见真情,不敢擅更一字。”[33]卷16因为法司

不敢平反锦衣卫审理的案件,为避免冤狱,监察御史车梁提出强盗案先送法司审理的建议。弘治

十五年车梁条列时政中言:“东厂锦衣卫所获盗先严刑具成案,然后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请自

今径送法司毋先刑讯。”[2]卷180,车梁传 另外,锦衣卫非法用刑,常常会造成许多冤案。“一经下卫,则
有不得不用之刑具;一经打问,则有不得不具之招由。严刑之下,何求不得其毙,使法官反似承行

之吏,即谳断何由得平。”[35]卷32,崇祯三年庚午三月癸卯

二是参与诏狱审判程序的任何机构和个人权利都需要制约。作为主导诏狱审判的皇权却不

受任何制约,为维护自身利益,甚至不惜破坏诏狱审判程序,直接定罪。在嘉靖大礼仪期间,《明
实录》一共有53件诏狱明确记载审判结果,其中有21件记载皇帝直接给诏狱定罪。即使皇帝不

直接定罪,也常常干预法司官员拟罪的权利。“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见诏狱一下,持平者多拂上

意,从重者皆当圣心。如往年陈恕、王正、甄常照等狱。臣欺天罔人已自废法,陛下犹以为轻,俱
加大辟,然则律例又安用乎?”[21]卷33,陈天下安危疏

(二)权力相互制衡,但并非法定授权,易受宦官和权臣操纵

作为一个本意以维护皇权为中心的司法审判程序,其运行目的是要保证皇权在诏狱审判程

序中的主导地位。为避免受到权臣控制,在制度上设立安排权力相互制衡,但是制度设计上却存

在一个重大隐患。锦衣卫、三法司等参与诏狱审判权力并非《明会典》等法典明文规定,而是皇帝

所授予。职能和权力非法定授权造成其审判过程易受外部力量干扰。深受皇帝信任的阁臣和宦

官操纵诏狱审判,破坏司法公正。“虽曰朝廷之爪牙,实为权奸之鹰犬,口词从逼勒而来,罪案听

指授而定。即举朝莫不知其枉,即法司无敢雪其冤,此诏狱之大弊也。”[36]卷3,国家三大弊政

嘉靖二十年后,世宗皇帝迷恋斋醮,内阁权力开始膨胀,开始出现了严嵩这样的内阁首辅。

内阁出现宰相化倾向,许多官员投靠内阁。包括三法司官员,诏狱的审判被内阁控制。嘉靖时,

杨继盛弹劾严嵩。严嵩利用其奏疏“疏末援证二王以为非所当言,密讧于上”。杨继盛被下诏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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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盛所犯的只是奏疏用语不当,“惟此一语而无以为罪”,但最后的处理结果却是“法司则致其

文以诈传亲王令旨,法当绞”。而其中的内情“时刑部尚书何鳌,嵩之门生,侍郎王学益,嵩之姻

家,受嵩指使,法之合不合固不顾也”[37]卷10,杨忠愍公传。

作为宦官组织东厂也直接参与诏狱审判程序中,宦官更容易操纵诏狱的审判,成为其专权的

工具,“夫诏狱者,天子之狱也。北镇抚司虽曰天子之狱,实逆珰私有者也”[38]卷末下,附熹宗原本本纪下。

正如朱国弼疏略更直接指明了,“自忠贤当权,而镇抚司遂为忠贤泄忿悻功之衙门矣”[18]卷7,弹劾。
(三)皇权过度主导诏狱审判,破坏君主与臣下共治司法秩序

明代皇帝拥有最高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奠定诏狱合法性的基础。“诏狱之典,祖宗以来固所

不废。”[9]卷4,敬陈圣学疏 作为一个皇权控制的司法审判程序,在明代士大夫的心中,为保证司法审判的

公正,制度设计上与常规司法审判程序一样,需要接受监督,非法司部门不能常态化参与司法审

判过程中,但实践中,在皇权推动下,却向相反方向发展。为防止诏狱狱情的泄漏,从明成祖时期

开始,锦衣卫镇抚司直接接受皇帝旨意,这与通常由刑科接到旨意,科抄法司部门的通常司法程

序有所不同。为此明神宗时的刑科都给事中严用和提出抗议,认为这种做法“非所以一政体而重

纶音也,宜并令送科抄发,一体奏知”。严用和的上疏强调司法体制的统一,但忽略诏狱特殊性,

上疏自然遭到驳回。“奉旨该卫镇抚司既奉有我成祖圣旨,只照旧行。”[19]卷38,万历三年五月乙巳 诏狱审

判程序中加入非司法部门锦衣卫,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亲军,更为大臣所担心,“锦衣卫比周用

事,致人主有私刑”[9]卷5,条列风纪疏。锦衣卫的加入,是皇权强化诏狱审判程序控制的重要步骤。因

此当崇祯时刘宗周请释姜采、熊开元且云:厂卫不可轻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色怒仰视殿梁曰:
“东厂、锦衣卫俱为朝廷问刑。何公何私?”[39]卷15,崇祯十五年春正月甲子

皇权过度主导诏狱审判,必然带来诏狱审判紧紧围绕皇帝私利为中心,离司法公正越来越

远。在诏狱审判程序确立的正统年间,翰林院侍讲刘球就意识到这一点。“近者法司所上狱状,

有奉敕旨减重为轻,加轻为重者,法司既不敢执奏,至于讯囚之际,又多有所观望,以求希合圣意,

是以不能无枉。”[40]卷31,修省十事疏 在明代士大夫心目当中一种理想化司法秩序,司法权力并非君主所

专享,“夫人君奉天讨以诛有罪,乃承天意以安生人,非一己之私也。有罪者当与众弃之。国人皆

曰可杀,然后杀焉,何至别为诏狱以系罪人哉?”甚至认为君主不应该直接参与案件审判,“讯狱非

天子事”[7]卷18,再证李福达事。诏狱加强君主直接干预司法,破坏君主与臣下共治司法秩序。丘浚更是

把诏狱看作是一种法外制度。“后世因之,往往于法狱之外别为诏狱,加罪人以非法之刑,非天讨

之公矣,亦岂所谓与众弃之者哉。”[41]卷104,治国平天下之要 丘浚的看法在大臣中间有普遍的代表意义,更
有甚者将诏狱与江山社稷存亡联系在一起,“贤人君子大则糜烂于诏狱,次则销磨于罢官遣戍,而
明之社稷遂浸滛倾仆而不可复”[42]卷25,远志之苗序。

四、结 语

在皇权推动下,明英宗正统年间确立诏狱审判程序,其法律性质是一个实践当中形成的司法

惯例,而不是一个规范化的司法制度,注定其先天的不足。作为一个司法审判程序,确保审判结

果公正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保证参与者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和平衡,显然明显带有皇权标签的诏

狱审判程序是做不到的,必然会导致司法审判不公,这是其历史环境下的无奈结果。更为可悲的

是,皇帝并未意识到,仍一意孤行肆意破坏本先天结构存在问题的审判程序,其结果本是加强皇

权,却成为权臣和宦官专权的工具,究其实质,明代人已认识到“法者,天下之公”[2]卷220,舒华传,任何

人都不能违背,天下共治的司法秩序需要皇帝和臣下共同经营和维护。诏狱阻碍历史的发展,被
淘汰是其必然的选择。南明时期,重建弘光政权,不再设锦衣卫和锦衣卫镇抚司。“乃定京营制,

如北都故事,侍卫及锦衣卫诸军,悉入伍操练。锦衣东西两司房,及南北两镇抚司官,不备设,以

281



杜告密,安人心。”[2]卷274,史可法传 锦衣卫镇抚司负责诏狱审讯,是诏狱审判程序过程中承上启下重要

一环,锦衣卫镇抚司被废止,诏狱审判就无法推进,也就意味诏狱也同时被废止。清朝建立后,清
承明制,但并没有恢复锦衣卫和诏狱,诏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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